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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考古學一詞在不同學術傳統下常有不同的指涉，在歐美地區，雖然早期定義尚未明確

時，民族考古學一詞同時有民族學類比及民族史研究等兩種傾向，但自1960年代以來，民族考

古學一般被用來指稱民族學類比的研究，並被視為連結考古學理論與材料的中程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關於近年來各家對於民族考古學定義的概要比較，可參見David and Kramer 

2001，特別是第12頁中摘錄的1970年代後多位考古學家對民族考古學的定義)。

臺灣的民族考古學研究則有其相似但又不同的問題。日治時期的考古學者多半也是極為

優秀的民族學者，而他們的研究目的很大程度上在於連結史前遺存與當代南島民族的關係。這

樣的研究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從而發展出所謂的「舊社研究」或稱「舊社考古學」的一個臺灣

考古特有領域。這方面的研究牽涉到考古學(包括史前及歷史時期)、民族學及民族史等研究，

而很難直接以民族考古學稱呼之，而在實作上，研究這方面的學者也較少以民族考古學稱呼自

己的研究。為集中焦點，本文所稱的民族考古學將以民族學類比的研究為主要討論對象，而排

除舊社研究的部份，其中也包括一些以民族考古學為名的舊社研究。有些研究雖然利用不少民

族誌的資料，但作者自我界定其研究非屬民族考古學的，也將排除在外。此外，如果研究中使

用臺灣的民族誌材料解釋其他區域考古學研究，或是使用其他區域民族誌材料解釋臺灣考古研

究，不論研究者的國籍，都將列入討論。而臺灣學者對於臺灣以外區域的民族考古學研究也將

一併放入討論當中。在下文中，我們將臺灣的民族考古學的發展分為四期。

1. 日治時期的民族考古學研究(1896-1949)

臺灣地區考古學研究一般是以1897年國語學校的教師栗野傳之丞在圓山拾得史前石器做為

開端(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79a)。在接下來的五十年間，包括鳥居龍藏、伊能嘉矩、鹿野忠

雄、移川之子藏、金關丈夫及國分直一等大量日籍學者來臺進行研究。這些日籍學者多半具有

民族學及考古學的背景，因此在研究取向上多採取兩者併行的方式。

嚴格來說，此一時期被稱為民族考古學的研究可區分為兩個大的取向。第一個取向著重

在探求某些遺跡或遺物與現生民族之間的文化關聯，以及相關考古文化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

類緣關係(如鹿野忠雄 1946a，1952)。這類型的研究由於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在此省略不

談。另一種取向的研究則是民族誌類比的使用。由於此一時期的臺灣考古學尚在起步階段，有

許多器物無法得知其使用功能，於是學者們便轉向現生民族的觀察，用以推測其可能的功能，

例如田中正太郎在淡水河岸見到造船木工利用石錘敲打鐵鑿造成的痕跡推論臺灣本島應有史前

石器遺留的可能(田中正太郎 1986)、鹿野忠雄從菲律賓博物館觀察到用現生貝殼製稻摘穗器推

論臺灣遺址出土的石刀也有類似功能(鹿野忠雄 1946b)，而金關丈夫及國分直一則從布農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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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形石器及臺灣漢人農具中的「草椏」，認為臺灣史前遺址

出土的多件「靴形石器」應也是同樣做為除草的器具(金關丈

夫、國分直一 1939；國分直一 1976)。此外，國分直一也在

觀察臺灣南部漁村將貝殼穿孔繫於網上做網墜使用後，認為

臺灣南部新石器時代發現的穿孔貝輪也應是類似用途(國分直

一 1943)。

而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所做的「臺灣先史時代圖譜」以

及其解說可說是此一時期考古學材料的民族誌類比的集大成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1979b)。

這是國分直一在戰後從轟炸的瓦礫堆中重建考古藏品時，商請畫家立石鐵臣所做的圖畫。畫中

呈現聚落、捕魚、撈貝、狩獵、採伐、開墾、除草、燒草墾荒、摘粟、腳踏犂與手犂、收穫陸

稻、麻園與麻線、搬運與紡線、射魚、拔牙、製造樹皮布、針線的婦人、喫骨髓、去皮、煮

物、製造土器、喫檳榔、埋葬、武器及石屋等。其中多種活動都是參照實際的民族學材料所重

建而成。

整體而言，日本學者大量使用民族學材料研究的方式立下臺灣考古學中重視民族學研究的

基礎。但在這一時期，雖然民族學與考古學(或稱先史學)常被拿來並稱，但民族考古學一詞尚

未成形。大部份民族學類比的工作在解決某些臺灣考古遺物的功能問題，或是重建某些史前行

為。這些類比研究基本上是以臺灣原住民、東南亞或大洋洲的民族誌材料為主，但並未發展出

嚴謹的理論或方法。

2. 國民政府遷臺初期(1950-1970)

國民政府遷臺時，除部份日籍學者繼續被延用外，許多知名的學者也來臺任教及研究。當

時學者除了整理搬運來臺的考古學材料外，也因接觸臺灣豐富的民族學資料而從中得到啟發，

進而使用臺灣的民族誌資料解釋中國的古史。例如凌純聲及衛惠林都引用臺灣原住民族的會所

制度、年齡組織、氏族制度與宗教等來解釋中國古史中的社稷及宗廟等社會組織的概念(凌純

聲 1959，1964；衛惠林 1955)。凌純聲甚至反過來用中國古史的宗廟及社稷等名詞來理解臺

灣各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凌純聲 1958a)。凌純聲也用臺灣原住民族獵首的習俗及相關儀式來

解釋國殤禮魂與馘首祭 (凌純聲 1960)。此外，在研究中國古代的酒文化時，凌純聲大量參考

了臺灣、東亞及大洋洲等地的民族學材料，認為古代中國的酒便起源於此種嚼酒的方式(凌純聲 

1957，1958bc)，進而認為商周時期出土的青銅、骨角或玉製的匕柶，其功能便與臺灣原住民

族取食酒糟及食物的木勺與匕相同。

由於這一時期的學者常兼治中國史、民族學及考古學等學科，因此在研究上常可見到跨學

此圖為2011年國立臺灣大學所舉辦之全
方位的民族考古學者-國分直一學術研討
會宣傳海報，據聞有國分先生的學生在
看過臺大的展示後，因為非常感動而在
現場演奏一曲。(葉長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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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應用。雖然此時期民族考古學一詞仍未被提出使用，但民族誌類比的研究卻常見到，特別

是以臺灣或其他區域所得的民族誌資料類比中國古史各種社會制度及儀式層面的問題。如果以

現在民族考古學類比研究的標準來看，這些類比都太過於隨意，不注意類比對象之間的脈絡以

及時空關係，使得類比的效度有很大的疑問，但無疑為民族學類比打開一片新的領域。

3. 新考古學引入時期(1970-1980)

美國1960年代興起的新考古學風潮將民族學類比的工作視為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的依據。1970年代時，李光周(1940-1986)將新考古學的風潮引介入臺灣。李光周於

1970年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碩士， 1982年獲得紐約州立大人類學博士，並於1977年開

始任教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在美國研讀期間，李光周受教於當時新考古學派著名的學者Fred 

Plog以及John Fritz，而返回臺灣任教時，便將新考古學的研究方式引進臺灣。李光周曾多次強

調由於面積不大，島內空間範圍容易掌握與控制，同時具有豐富的民族學資料可供類比，因此

臺灣為一個罕見的考古學實驗室(李光周 1985)。他選擇了臺灣南部墾丁國家公園進行一系列的

考古學研究，特別是利用民族學類比的方式，對墾丁國家公園出土的考古遺物進行分析，以探

討當時的居處法則(Li 1981; 李光周 1974, 1978, 1982)。

受到新考古學派研究方法的影響，李光周對於鵝鑾鼻遺址史前人類居處法則的研究採取演

繹法的假設檢定方式。由於鵝鑾鼻地區現生的族群為阿美族，基於文化、體質及居住區位的考

量，李光周假定此區域的阿美族應是鵝鑾鼻遺址史前人類的後裔，並長期維持相同的文化及居

處法則。阿美族為典型母系社會，婚姻以招贅婚為主，子女幼時從母居及母名，而成年男子則

出贅從妻居，因此史前鵝鑾鼻也應是相似的狀況。

李光周認為居處法則應該可以在遺物中反映出來。根據馬太安地區阿美族的民族學材料，

他主張如果我們能夠區分出兩個性別所製作的器物，則來自於同一社群的性別所製作的器物應

該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反之，如果該性別的成員來自於不同的社群，則其所製作的器物會呈

現高度的差異，據此可推得從妻或從夫的居處法則。現生的民族誌顯示阿美族是由女性負責製

陶，而男性負責漁獵工作。在假定鵝鑾鼻史前人類與現生阿美族的文化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李

光周做出了七個不同的假設檢定涵蘊(test implications)，並以考古學的材料進行驗證，其中有

四項假設證實從妻居的可能性，但也有三項假設因證據不足而無法證實或推翻。

李光周的研究象徵臺灣新考古學式研究的開端。

僅管他並未明確高舉民族考古學的旗號，但他的研究與

當時美國考古學界的民族考古學研究基本一致。與前期

的民族學類比研究相較，僅管提出的一些前提假設並無

堅實的證據(如墾丁史前文化人與阿美族的關係，或是

性別與特定活動的關聯性)，但李光周的研究已經開始

注意到民族學類比的有效性問題，並嘗試用演繹的方

式進行驗證。可惜他回臺灣任教沒多久後即因急性出

血性胰臟炎病逝，而臺灣新考古學及民族考古學取向

的研究也隨著李光周去世而停頓了一段時間。

4. 近年民族考古學的趨勢(1980-迄今)

在李光周過世後，臺灣的民族考古學經過一段時間的沈寂，於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復甦，而

民族考古學一詞也正式被使用在研究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為陳玉美。受到後過程考

古學派思潮的影響，陳玉美以臺灣離島蘭嶼的Tao族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一系列的民族考古學

研究。她的研究涵蓋多個不同的層面，包括對於透過現生觀察而對考古遺物的認識、對於遺址

空間的理解、物質文化變遷的情形，以及民族考古學的倫理問題等等。

在陳玉美早期的文章中，她觀察了蘭嶼Tao族父親為女兒製作的gagau(調理芋糕使用的

木質工具)(陳玉美 1990b)。Gagau主要用來將芋頭研磨成泥，屬於軟性消耗的工具，但經過

長期使用的損耗後，它的形狀可能會產生極大的變化。此時如果考古學家在未知多樣的伴隨關

係下對gagau進行分類，很可能會誤認或是將不同使用狀況的gagau分成不同的類別。除此

之外，陳玉美也觀察到一位報導人的雕刻用具盒中有一件較早時期的石錛，報導人在野外將其

撿回後，充當雕刻刀的磨刀石來用。這顯示一件物常常會來回進出考古學的脈絡，同時會因所

處的環境或文化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這兩個案例都顯示考古學的研究遠比想像中要複雜，需

要更多的民族考古學的研究來釐清。

此外，陳玉美以蘭嶼的Tao為研究對象，探討文化接觸中物質文化變遷的現象(陳玉美 

1996, 2000)。在蘭嶼，一個家(asa ka vahay)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而家屋則與夫妻(婚姻)關

係互為表徵，家屋的成長不但是婚姻關係的成長，同時透過家屋落成禮的舉行，家屋也是屋主

社會聲望與地位的象徵。過去Tao的傳統家屋包含了主屋(vahay)、工作房(makarang)以及涼

亭(tagakal)等三個單位，都是以傳統建材製成的茅草屋，但是自1966年開始，政府陸陸續續興

建五百多戶鋼筋水泥材質的國民住宅供蘭嶼居民居住。這種國民住宅的設計者不瞭解Tao居住

空間的社會文化意涵，內部的空間配置與傳統Tao家屋完全不同，同時水泥材質也無法適應文

地多風多雨的濕熱氣候。過去相關的研究著重在這種外來強加的技術及物質造成Tao的社會文

新考古學研究對於男女分工的假設。(王香瑜繪)

鵝鑾鼻第二遺址2007年環境及考古發掘情形。(葉長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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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失調，但陳玉美則認為雖然在住屋的形態上有所改變，但是Tao仍然在他們的文化下因

應這些變化。例如老一輩的Tao仍持續住在傳統家屋中，年輕人則搬至新的水泥國宅，但

仍維持在傳統聚落中一樣，沒有兩對已婚生子的夫婦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同時也是分灶而

食。儘管在新的國宅中灶的數目因為空間減少而無法像以前一樣將不同類別的食物放在特

定的灶上煮食，但當地人也能使用不同鍋子及分開煮食的方式因應不潔的疑慮。

在接受新物質引入的過程中，Tao人除了修正部份自己的文化以因應新物質外，也

因自己文化中的部份特質而積極採用並詮釋新物質。陳玉美便發現許多傳統住屋也改用

新的建材，例如屋頂由原先的茅草改為鐵皮，或是用水泥強化原有的石牆結構，甚至將

主屋前的庭院整片舖上水泥。在傳統的Tao社會，這種採用新的材料是一把兩面刃的刀，

它可能危及個人及家庭成員的健康及生命，或是導致與他人的社會衝突，但是如果沒有

不好的事情發生，這種創新會給個人帶來更高的社會聲望與地位。在這種兩難的局面

下，由於當地人強烈的競爭精神，最終導致新物質的採借，而且這種採借過程是主動、

自發的，且被賦予新的意義。

陳玉美也運用蘭嶼的民族誌資料探討考古學中難以觀察的空間與時間的概念(陳玉

美 1995, 2003, 2008)。她將蘭嶼的空間區分為島嶼空間、聚落空間、家(屋)空間以及主

屋空間等四個不同的層次。這四個層次的空間都與當地的時間、工作與人觀相互發揚。

陳玉美並由此思考考古學中所定義的「考古遺址」的問題。她認為「考古遺址」並不是

「被發現」的，而是經由假設、理論與資料之間相互辯證的過程而產生出來的。我們在

研究中提出的「考古遺址」究竟是屬於那一個層次的空間，或是在實際研究上要如何去

掌握這些空間意涵，都仍是極待澄清的問題。同時陳玉美也回應如Vita-Finzi及Higgs以同

半徑10公里(採集狩獵社會)及5公里(農耕社會)的範圍作為古代生活資源區的概念。她以

蘭嶼的例子說明這種遺址集合區(site catchment)的概念隱涵著西方價值觀的古今同一論

(uniformitarianism)及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經濟人(economic man)的概念，而全然未考

慮每個社會文化對於活動範圍所造成的影響是大不相同。

除了民族考古學的研究之外，陳玉美也檢討了民族考古學家在進行田野工作中所面

臨的倫理問題(陳玉美 1990a, 2007)。相對於其他考古學家，民族考古學家有更大的機會

與現生民族互動，而在研究的過程中，考古學家不但必須尊重當地人群，同時其研究成

果也應回饋他們，協助他們建立歷史感與自尊。

在臺灣考古學百年紀念研討會上，何傳坤也提出界定民族考古學的議題(何傳坤 

1996)。何傳坤界定了民族史(ethnohistory)、現生考古學(living archaeology)、歷史考

古學(historical archaeology)，以及民族考古學(ethnoarchaeology)之間的異同，同時

認為民族考古學為結合前者相交集的方法論。他主張臺灣原住民聚落附近廢棄不久的舊

野銀部落傳統屋群與環境間的關係。(楊政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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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是研究民族考古學的最佳素材，同時應採取長期異時限的深入觀察。

與陳玉美相似的，鍾亦興也對考古學中「遺址」的界定感到疑慮(鐘亦興 2006)。他以自

身對北呂宋山區Kalinga人的觀察為例，對於Pasil Municipality的Kalinga人而言，家園村落

是由住屋、宅院、水田、燒墾地、果園及林地等集合而成。而田間有許多為了耕種期間使用的

工寮。如果由考古學家來劃定遺址，這些田間工寮很可能被從聚落中區隔開來，而形成不同的

遺址。這樣的區隔很可能妨礙我們理解Kalinga人的生活。此外，鍾亦興也發現在鄰近Pasil的

Tinglayan，儘管也同屬Kalinga，但他們的田間卻基本不見工寮。鍾亦興認為這與兩個地區處

理部落間衝突的態度不同有關。在Pasil中，部落盟約的約束力較強，處理部落間衝突的方式傾

向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在Tinglayan中則常以武力方式解決部落間的衝突。因此為防止被獵頭

或襲擊，Tinglayan人較傾向不興建田間工寮以減少落單的機會。鍾亦興認為即使同為Kalinga

人，部落盟約約束力的強度便會影響到聚落型態的差異，而考古學如何去回應這種差異則是一

個重要的問題。

除了臺灣的學者之外，近年日本學者野林厚志也進行一連串臺灣野豬狩獵的民族考古學研

究。他根據日治時期民族誌資料及近年的民族調查，將臺灣原住民的狩獵方式區分為主動(包括

追獵、追蹤獵物蹤跡及埋伏)及被動(以各式陷阱為主)等兩種方式(野林厚志 1999, 2000, 2001, 

2002, 2008; Nobayashi 2002)。野林厚志分別對於現生鄒族及排灣族獵捕野豬行為進行民族考

古學研究。由於這兩個族群獵捕野豬的方式恰好分別為主動及被動的方式，同時都有把歷年捉

到野豬的頭骨保留下來，因此透過對野豬頭骨的比對，他指出這兩個族群捕獲的豬隻年齡結構

有顯著的差異，正反應出狩獵方式的不同。

野林厚志也與陳玉美一樣曾在蘭嶼進行房屋的民族誌觀察，不過他觀察的對象是蘭嶼

Ivalino(野銀部落)居民為耕作方便而在田邊搭建的小屋(野林厚志 1994)。根據他的觀察，蘭嶼

各種田邊小屋的位置、面積和屋內結構等都與耕作型態(水田/燒耕田)的差異有關，進而得到生

業活動不同，會導致遺跡和遺物組成差異的結論。

直到1980年代以後，民族考古學一詞才廣泛地出現在臺灣考古學的研究中。與前期李光周

的研究相比，這一時期民族考古學的研究強烈受到後過程學派的影響。不管是陳玉美或鍾亦興

的研究都質疑採用一致的標準進行類比所產生的問題，而主張民族考古學應更深入去探究不同

文化歷史脈絡下形成的差異。何傳坤主張也同樣突顯考古學家應更追求類比的民族誌與考古材

料之間的歷史連結。而野林厚志則企圖利用不同案例的材料對比，找出當某個變數改變時(如狩

獵方式)，會對考古遺留產生何種變化(如獵物的年齡組成)。

結論

一百多年來臺灣民族考古學歷經多次的轉折以及發展。雖然民族學的應用以及民族學類

比的使用在臺灣考古學的萌芽期便已開始，但具有現代民族考古學意義的研究可能自李光周開

始，而到1980年代以後民族考古學才開始有較大的應用。這些發展與其說是一個系統性的學

術傳統，倒更像是展現在個人研究的層次上。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臺灣的考古學社群較

小，學者之間研究旨趣差異性過大，以致於學術傳統難以集中累積。由於臺灣擁有許多豐富的

民族學資料，同時考古人才在就學過程中也受到包含民族學及考古學在內的人類學訓練，未來

在民族考古學的發展上應有相當大的潛力。

附註：本文為〈臺灣民族考古學的回顧〉一文的精簡摘要版，全文可見《邊疆民族考古與

民族考古學集刊》，1:231-244(2009)。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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